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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与财政经济 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湘鄂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在克服以党代政现象的过程中，通过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逐渐确立起代表群众利
益的代表委员制。湘鄂赣苏区的财政体系，立足于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促进商业贸易，逐渐完善税收制度，严格落实预决算

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建立起独立运作的银行制度，逐渐实现了财政体系的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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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学界对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赣革命根
据地（以下简称湘鄂赣苏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

成绩。［１－７］遗憾的是，目前对湘鄂赣苏区的苏维埃

政权建设，尚缺乏有针对性的分析；对湘鄂赣苏区

财政经济的认识也有诸多模糊之处。笔者注意到，

湘鄂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在不断克服以党

代政的弊端，充分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实现无产

阶级领导权的过程中逐渐建设成为新型革命政权

的。苏区财政体系也是在不断克服狭隘农民意识，

在不断改进经济管理方式和促进经济发展，追求正

规化和科学化的财政建设方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

的。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

察湘鄂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和财政经济工作，以期

增加学术界对湘鄂赣苏区史的认知。

　　一　湘鄂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一）党与苏维埃关系的调整

湘鄂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在不断克服

以党代政的弊端，充分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实现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过程中逐渐建设成为新型革命

政权的。

在湘鄂赣苏区创建之初，由于长期割据偏远山

区，以及缺乏上级指导而信息不畅等情况，使各地

党组织很容易形成狭隘的农民意识。结果，“各级

苏维埃负责者大部分是农民同志，非农及工参加苏

维埃负责者绝少。因此，不免形成了农民党包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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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８］７１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使早期苏维埃以党

代政现象严重，如平江县，“甚至由党指定人负责，

又有所谓党苏联席会议、党军联席会议种种怪名

词，甚至把苏维埃负责同志组织特别支部，直属上

级党部之指挥，而不经过党团形式”。这样便“形成

了第二个党，同时又将苏维埃变成党的附属机

关”。［８］７８

１９２９年３月，湖南省委在关于湘鄂赣苏区的决
议案中，把湘鄂赣苏区苏维埃的现状比喻为“空白

机关运动”，因为这些苏维埃“很少是由群众产生出

来的，一切政权均由党包办，甚至包而不办，苏维埃

的负责人仅成了管粮食的委员”。特委希望“乡村

苏维埃应由农民直接选举出来，苏维埃政权的主人

是农民”。而这必须改变以党代政的党包办苏维埃

事务的现象，理顺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做到“苏维埃

既是农民群众政权机关，党绝对不能命令他包办

他。党只能经过党团以起核心和领导的作用”。省

委建议“各级苏维埃由下至上一概改选，一切委员

都要由群众会议产生出来”。湖南省委还要求理顺

苏维埃与红军的关系。“红军支队司令部直接受边

特指挥”，而红军在各地工作时“须与各地党部及苏

府负责人会商办理”，但是“各党部及各乡区苏维埃

不能直接命令红军”。［８］８５－９３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湖南省委给湘鄂赣边特委的
信中，严厉批评湘鄂赣边苏维埃政权存在着两种错

误倾向。平江县苏维埃表现为典型的党包办，“党

作为苏维埃的太上皇”；而铜鼓县苏维埃则恰恰相

反，“党除掉委派几个苏维埃的委员外，苏维埃什么

事都不问了”。省委认为要解决上述两种错误倾

向，只有坚决落实苏维埃党团会议制度，即“党员必

须经过自己的党团，以群众的资格领导群众工作”，

从而避免包办或一概不问的两种错误倾向。湖南

省委还建议乡苏维埃之下的村组织，“最好设一村

代表，这村代表是要由全村的群众选举的，属乡苏

维埃执委的指挥”。村代表须３个月改选一次，以
避免形成国民党所谓乡村自治的村长垄断

现象。［８］２２７

此外，湘鄂赣边特委和湖南省委之间还围绕苏

维埃公开割据与秘密割据问题展开争论。特委认

为“在革命高潮尚未到之前，局部的苏维埃公开的

割据，很少有存在的可能”。边特委援引海陆丰、平

江等地为例，认为公开割据“必引起敌人经常的骚

扰和四面的封锁围攻，结果使革命民众的斗争力量

在与敌人继续不断武装冲突中消耗罄尽”。因此，

建议“在未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如斗争确已发

展到最高形式时，实行秘密割据，不再公开。在刚

才失败的苏维埃区域，不急图以武力恢复公开割据

而注意在外表仍保存其灰色局面”。［８］１１１特委的意

见遭到湖南省委猛烈的抨击。湖南省委认为特委

“忽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群众的力量”。换

言之，湖南省委认为应该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求得苏

维埃的生存和发展。“苏维埃政权要求得巩固与扩

大，想长久的存在，不须要十万雄兵把守得住的，不

是要有井冈山涵谷关之险可以占守的，而是要苏维

埃政权影响扩大到苏维埃邻区的农工群众中

去”。［８］２２６其实，特委与湖南省委的争论是一个问题

共生的两个方面，湖南省委坚持的是革命的原则，

而特委强调的是革命的策略。

（二）革命阶级路线的贯彻

其实，要解决所谓“党包办”现象，单靠上级党

组织的三令五申远远不够。党通过苏维埃内的党

团发生领导作用，归根到底还需要湘鄂赣苏区党组

织充分发动群众，实现苏维埃代表制，使群众切身

感受到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的政权，并注意贯彻革命

的阶级路线，才能够克服以党代政现象。

早在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央就敦促平江县党组织，
“应赶快建设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政府时，应注

意代表的成分，尤其是在自耕农较多的地方，要设

法使贫民的代表占多数”，以体现无产阶级对苏维

埃政权的领导。［８］２６但是，平江县苏维埃的人员组成

仍然差强人意，“均由县委指令召集扩大会议产生

的。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有的是指定的，有的是全

体大会产生的，有的是代表大会产生的”。［８］４６

１９３０年５月颁布的暂行湘鄂赣边境苏维埃组
织法，明确规定了湘鄂赣苏区苏维埃体制的组织原

则。“各级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之代表，均由群众

直接选举与撤换，彻底实行民权主义。打破官僚制

度”。为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苏维埃“采用民主集

中制，一切权力归于工农兵代表大会”。［８］３４１

但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道路始终荆棘丛生。

中央注意到湘鄂赣苏区的苏维埃，“仍有富农流氓

分子混入政权机关，腐化怠工不能执行政权所负的

革命政纲”。［８］５３６因此，为使苏维埃真正承担在苏区

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实现无

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权。１９３１年８月召开的
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会议，要求各地“成立肃反

委员会，洗刷富农反动家属流氓宗教家以及不遵守

苏维埃政纲的负责人和官僚化的分子并处分消极

怠工腐化等分子，选举工人雇农贫农及积极可靠的

中农，充当苏维埃要员”。省委要求苏维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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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实行职业化，纠正脱离职业的流氓腐化官

僚行为”。为加强群众监督，苏维埃“应向群众作工

作报告及公开财政”，应“实行代表制，群众有撤换

代表权”。［８］５８５鄂东南特委也要求各地“发动广大群

众改造各级苏维埃机关，实行真正民主选举，引进

工人雇农及积极贫农中农参加苏维埃政权，坚决排

除富农及异己分子出苏维埃机关”。［８］５５３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群众监督，各级苏维埃政

权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这说明苏维埃

政权建设的道路绝非坦途。如“宜萍苏维埃一部分

负责人的腐化官僚化，是极严重的现象，特别是萍

北的一部分负责人，赌钱、打牌、嫖娼、大吃大

喝”。［９］湘鄂赣省委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３日第三次执委
会扩大会议决议案，仍然在批评苏维埃政权的现

状，认为“目前湘鄂赣苏区内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还

没有”。真实情况是“‘苏维埃开饭店’！苏维埃本

身机关也是饭店和招待所。一部分工作人员甚至

省苏主要负责人中也存在不少的充满了官僚主义

的臭气，尤其可耻的就是党员中的苏维埃工作人员

打骂群众”。省委分析这是由于“苏维埃委员的成

分有些地主阶级异己分子，甚至改组派 ＡＢ团等分
子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１０］９０为解决上述问题，省

委在１９３２年 ４月公布的三个月工作计划中号召
“改造各级苏维埃政权委员的成分，召回富农地主

出身，犯了错误的及兼职太多的共产党员。坚决提

拔当地工农干部到苏维埃领导机关做事”。［１０］１３０为

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的领导，１９３２年９月召开的
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党应以好的工人干部提到

苏维埃被选为委员，在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上应绝对

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１０］３７９中央苏区中央局也建

议湘鄂赣省委，在区一级苏维埃的改造中，“要注意

吸引和提拔工人雇农苦力到政府中工作，并要注意

吸引一部分最好的中农参加”。［１０］５２１湘鄂赣苏区的

苏维埃政权建设在苏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广

大群众的参与下，逐渐向新型革命政权的方向

迈进。

　　二　财政体系的正规化与科学化

（一）财政资源的丰裕

１．农业。湘鄂赣苏区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因地处湘鄂赣三省都会武汉、长沙、南昌之间，

因此始终为中共中央所重视，亦是国民党当局“围

剿”的重点。苏区各地因地理形势各异，经济文化

发展水平呈现较大差异。江西修水、铜鼓、万载等

县，“除修水、宜春在政治上颇占重要地位外，其余

各县多是崇山峻岭，山多田少，文化低落”，经济文

化落后；而湖南平江、浏阳二县“与长沙接近，为军

事政治重要地位，文化开通，人烟稠密”，工商业发

达；湖北通城、通山“占交通上、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文化甚开通，出产亦丰富”。［１１］１

苏区创建之初，农业生产由于赤白交替频繁导

致极大破坏。１９２９年春，“敌人骚扰过甚，不能下
种，因居民减少，无人耕种”。虽经平江、浏阳各级

苏维埃组织秋芽补种，但是仍然“雨水过少，生长不

盛”。湘鄂赣特委担心“田园荒芜，生产减少的现象

是异常危险的”。［８］１９３

１９３０年５月颁布的暂行湘鄂赣边境苏维埃组
织法，明确宣布了一系列振兴苏区农业的方针，如

“创办农村合作社及低利借贷机关，政府扶助农村

经济自由发展，办理土地工程，改良水利，防御天

灾”等。［８］３３９１９３２年２月，鄂东南各县苏维埃财政经
济部长联席会议提出一系列促进农业的措施。首

先，在组织上，“各乡苏维埃、贫农团、雇农工会应会

同督耕委员会，利用老农经验改良种子，督促群众

积极生产”；其次，奖励垦荒。“各地的荒山荒地及

湖坪等处，苏维埃应号召群众尽量开辟”，免累进税

３年；再次，兴修水利，蓄积肥料。“各处池塘堰圳
与水利有关的，苏维埃应号召当地群众，加紧修理，

如工程过大的得由苏维埃帮补一部分材料费；各级

苏须号召群众多烧石灰制造肥料”；又次，帮助农民

解决耕牛问题，“严禁私宰耕牛”，鼓励创办犁牛站，

由阳新第十区和大冶第五区动员群众将耕具和耕

牛送去帮助缺乏耕牛的其他区，“需要的工费，候秋

收后给付，牛具的分配，由犁牛站办理”。［１０］５４－５５这

些都为苏区农业生产确立了基本方向。

苏区党和苏维埃注重以农时为契机开展生产

动员。省苏维埃于１９３２年６月８日通令布署春耕
后工作，要求各地注意土地情况，“如有荒废未播种

的，须尽量的督促农民群众开垦荒芜，造成熟土，利

用剩余的禾秧去栽禾，或因地适宜，随便栽种各种

杂粮蔬菜等农产植物；如系公有荒地，可由当地苏

维埃政府用临时办法，着量减免租税，总不以荒废

土地为原则”。其次，要求各地注意整修水利。“政

府应宣布一切灌溉水利均归公有，坡堰沟圳如有残

缺处，应即行修补，或于必要之处重新建筑”，尤须

注意水源问题，“防止遇农民争水润田或故意阻碍

水源”，而应“使水源能够灌溉所属的田地”。再

次，要注意种子和肥料，“收集废弃的肥料及其原

料，分别土地的肥瘠去支配”。政府应注意调节种

子资源，“着令有多余种子或秧苗的农家将种子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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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分配或出卖与无种子或少种子的农家尽量播

种”。［１０］２５３湘鄂西中央分局建议湘鄂赣省委在组织

群众春耕中，注意“帮助雇农解决耕牛耕具的问题，

资本的问题由银行低利借贷，组织犁牛站”。［１０］７１同

时，还要“利用富农的耕牛耕具替贫雇农耕种，没收

富农多余的耕具耕牛”。［１０］８２阳新县苏维埃号召农

民改良土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土地肥力，

“近山而高阜的土地，可逐渐锨平，近水而低湿的土

地，可逐渐填高，沙地可杂以水泥，泥地可杂以浮

沙，庄稼种子的换动，牛工犁泥的加深，都是改造地

质的初步方法”。［１１］４９８

２．商业。湘鄂赣苏区创立时期，各地党组织
均受农民意识影响，出现了严重的政策偏差，极端

表现便是毁灭市镇和商业。“平修铜三县的工作，

均很严重的犯了大烧大杀大劫的盲动主义先锋主

义农民落后的意识”。农民意识严重妨害了苏区对

外贸易，引起苏区日用消费品短缺，物价飞涨。平

江、修水、铜鼓三县均有“彻底破坏乡村的市场商

店”的农民意识表现，导致“一切日常用品，无处可

买，要点什么东西也无处可买。因此，油盐起恐慌，

经济外溢，无法维持”。［８］５５苏区财政严重依赖打土

豪，“一切苏维埃用费及党费概由打土豪而来”。由

于不注意通过对外贸易活跃苏区市场，结果导致

“最缺乏盐米及日用商品，运输非常困难”，而苏区

出产的油茶籽等也输出不易。［８］７８除了敌人的经济

封锁，湘鄂赣苏区的上述经济困难特别是商业和对

外贸易停滞，也有自身原因。鄂东南阳新县的情

形，说明正是由于自身政策失误造成了商业凋敝的

结果：“党员或农会抗令即随便杀，造成过分恐怖；

乡村粮食和经济不流通的恐慌；随便没收和抗债使

一般富农和自耕农起极大恐慌”。［８］１４７特委也注意

到，“许多苏维埃里面的群众为了防止侦探起见，便

禁止一切人进来，致使小商人及外面的工农群众都

不敢进来”。对此，特委建议“不仅小商人及工农应

允许他们进来，即使是大商人，也应保护他们进来，

购买农产品手工业品，如油茶纸等”。［８］７９湖南省委

也建议苏区“奖励生产，奖励小商人经商”以解决

“苏维埃区域经济困难，食粮短缺”的困境。［８］６５湖

南省委还要求“各乡苏维埃应提倡组织合作社之必

要，由群众自己组织消费合作社联络外间小商人，

购买食盐及一切必须品回来分售，以减少需要品缺

乏的恐慌”。［８］９１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日通过的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
革命政纲，宣布“保护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及商人

自由贸易”，［８］１５８为苏区商业贸易确定了工作方向。

特委负责人坦白承认商业停滞以至于小商人纷纷

歇业的现象，固然有敌人经济封锁的因素，但是“主

要原因还是我们对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的策略运用

不正确，而使小商人反对革命”。由于自食恶果，各

地党组织纷纷改变农民意识驱使的破坏市镇的错

误政策，如万载县就解散了多支抄抢队组织。［８］１９３

湘鄂赣省委建议“利用失业工人，向外输出水生产

品；利用白区被压迫的土豪输出生产品；可组织转

运局，转运生产品出境”。［８］５８５

湘鄂赣苏区还十分重视合作社对商业的促进

作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鄂东南办事处通知各县“消
费合作社可集股经营，其入股资格，以中农以下的

工农群众为合格，中农以上的如富农奸商不准入

股”，合作社可贩货物以日常必需品和消费品为主。

货物“除卖给富农及小资产阶级须按照市场的价格

外”，工农群众股东 “须比较市场的时价低

些”。［１１］６４３１９３２年２月召开的鄂东南各县苏维埃财
政部长联席会议，肯定合作社“是为多数劳苦群众

谋利益而来废除剥削的一种主力武器”。合作社应

“尽量收买交把转运局代换必需品来卖给群众”。

同时，合作社还是苏区票币的主要持有者，担负着

提高银行票币信用的义务。鄂东南各县苏维埃财

政经济部长联席会议要求“实行小贩登记，防止奸

细小贩自由收集土产品”。小贩不得操纵物价，不

得输出现金出口，不得贩卖奢侈品，“但必需品准许

小贩自由买卖”。［１０］５８－６０对白区商人，应设法吸引其

转运必需品进来。１９３２年４月公布的湘鄂赣省苏
维埃４个月工作计划，要求尽快改变官办商店饭店
转运局的性质，“应即租给工农群众，由工农群众集

租转变为合作社性质”。［１０］１３６１９３２年６月，鄂东南
苏维埃要求将官办的苏维埃商店和转运局，“限定

八月底以前应一律尽量撤消，租给合作社或私人营

业”，要求各地开展合作社运动，“在三个月以内，每

乡至少应有一个生产或消费合作社的组织”，纠正

过去限制自由贸易的错误，“欢迎白区商人在不妨

害革命条件下来苏区贸易”，特别是苏区的土产如

纸、麻、竹 木，“务 要 利 用 白 区 商 人 贩 运 出

去”。［１０］２８８－２８９为促进商品流通，鄂东南苏维埃政府

决定“制定统一的度量衡，发由各县群众按照式样

仿制”。［１１］６７７

湘鄂赣苏区商业贸易的日趋繁荣，说明苏区党

和苏维埃克服狭隘农民意识努力的成功，这为苏区

银行制度的正常运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的逐渐

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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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化财政制度的前提是预决算制度。湘鄂

赣苏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预决算制度的建立。早

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湖南省委就要求浏阳县委“每月
应有决算与预算，呈交省委审查”。［８］１６４１９３０年５月
颁布的暂行湘鄂赣边境苏维埃组织法规定边境工

农兵代表大会为边境最高权力机关，有“确定财政

经济计划，统一财政，编制预算，审查决算”的权

力，［８］３４２标志着湘鄂赣苏区预决算制度的初步

建立。

１９３１年８月，湘鄂赣省委要求“确定全省的预
算和决算”，严格审计，“清查过去帐目，实行财政公

开”。［８］５８６农业累进税从５元起到１２５元为止统筹
到省苏维埃支配。［８］５９９１９３２年５月，省委通过统一
财政决议案，要求进一步执行预决算制度，自１９３２
年６月起，“每区苏府每月二十三日以前将下月的
收支造具预算送交县委审查。县委每月二十五以

前将下月的收支造具预算表送交省委审查批准，省

委则将各县预算和单位机关的预算造具整个总表，

交由省财政部查核，各级党部实收实付”。决算方

面，“（各区）每月五天以前将上月实收实付，造就

决算表送县委审查，县委每月前十天须将上月收支

实付并将各区的造具决算表送到省委审查”，鄂东

南各县应提前几天办理。［１０］２３５

鄂东南苏维埃响应省委号召严格预决算制度，

规定“从下而上的按预算发款，各级政府机关的一

切用费，须遵照中央颁布的地方苏维埃组织条例规

定之人数，按月造具预算，交他的直接上一级机关

审查批准，由上级机关将批准的数目，发给领款证，

依次通知下级”。具体规程为：“各乡须于每月二十

日以前，将下月的收支预算送交县苏财政部审查。

县财政部于每月二十五日以前，将下月的收支送交

鄂东南财政部，以便审查批准”。决算情况，乡决

算、区决算、县决算分别于每月２日、５日、１０日前
送交区苏、县财政部和鄂东南财政部审核。［１０］２８５－２８６

在预决算制度的基础上，湘鄂赣苏区严格会计

制度。省委在统一财政决议案中亦严格要求：“同

级机关不能直接去拿，每月须造具预算交他的直接

上级机关审查批准，由上级批准的数目转苏府发给

领款证，如果未得到上级通知以前，不得到各级苏

府用款”。［１０］２３５鄂东南各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联席会

议决议案规定：“各级苏开支临时经费如不说明理

由，报告上级批准的，概不准报销；各级苏的存款，

尤其是各乡各区的，统限于（１９３２年）三月底一律
集中缴解，不得任意保留，四月份的经费，由各上级

苏按照预算案核发”。［１０］５１鄂东南苏维埃第一次代

表大会响应省委号召着手清理财政，“实行自下而

上的集中”，要求做到“各区乡的收入款项，包括税

收、租金、生产盈余、没收、捐款等项，必须集中到他

的直接上一级机关”。［１０］２８８－２８９即便是没收款物，

“无论如何要交国库，任何人不能在没委会开

支”。［１０］３１１

湘鄂赣苏区在建立预决算制度和会计制度的

同时，还通过审计制度保障苏维埃财政工作的纯

洁。１９３２年４月公布的省苏维埃４个月工作计划
要求“严格的统一全省财政，制定全省预决算，各级

须组织经济审查委员会，以审查各级财政手

续”。［１０］１３６１９３３年３月，鄂东南苏维埃政府敦促各
级“组织审查委员会，由同级的政府、中共、少共、工

会及各机关团体推举了解帐目的人组织之”。如乡

苏维埃审查委员会由乡代表会推举，“专按月担任

审查本各机关的收支帐目的任务，是经常的性质”。

各机关收支帐目均由同级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

员会则由各级工农检查部负责督促，处罚贪污分

子。［１１］７６８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在审计工作中贯彻革命

的阶级路线，要求区、乡“各级政府每月收入多少及

其来路，支出多少及其去路，都应拿交群众大会上，

一一报告给群众听”。县政府、区政府分别半年、３
个月结一次总帐，“在总结的时候应多多召集群众

代表参加清算，至少要做到群众阅帐”。［１１］９０６

（三）税收制度的逐渐正规化

湘鄂赣苏区创建之初，为解决财政困难，苏区

各地并未真正落实允诺的轻税政策，反而向农民、

商人课以沉重税收。如“浏阳三区的区委收租，万

载的四区、铜鼓的某区抽百分之二十五的茶油租，

万载某支部的向小资产阶级捐款，铜鼓七区向小资

产阶级捐款，甚至十元至二十元捐了很多”。［８］２０５为

此湖南省委建议苏区“只收统一累进税，其税率最

高限度不得超过百分之十”。［８］９１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日
通过的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宣布：“取消

湘鄂赣边三省反动政府之一切苛捐杂税，由苏维埃

政府重新设立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８］１５８为湘

鄂赣苏区的税收工作确立了正规化的行政方向。

１９２９年苏区即征收农业累进税２４００石谷。［８］５３７

１９３０年，湘鄂赣苏区开始正式向农民征收农业
累进税。苏区党委事先做了宣传，声明“在豪绅资

产阶级已经绝迹的赤色区域里，政府为工农利益所

需要的一切费用，必须取给于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人

民”。苏区党委向群众解释累进的意义：“一个人的

财产如只仅够一年衣食住之所需，而没有赢余的，

苏维埃不收税”。土地税“根据每人所收入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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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多少而定征额”，以６担谷起征，收２％，累进至
１２担谷的百分之 ２１％ 为止，１２石以上一律
２５％。［１１］７９２－７９３鄂东南苏区则区别阶级成分起征，
“征收标准，富农两石，中农四石，贫农五石起码征

收为标准”。累进税率，以 ５石为例，最低 ５石为
２％，累进至１２石为２１％，１２石以上一律２５％。征
收时间为每年７至１１月底，分３期征收。［１１］８０５各地
起征点略有变通，如万载县起征点为４石，累进至
１３石征收２５％止。［１１］８１４

湘鄂赣苏区还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征收商业

税。商业税有营业税和关税两种。１９３０年随农业
累进税同时颁布的商业累进税征收办法，“以成本

五十元起码征收之”，税率为５％，以上累进，１００元
为７．５％，２００元 １５％，３００元为 ２０％，４００元为
２５％，累进至２５％止。［１１］７９４鄂东南商业税“以成本
五十元为征收标准，五十元以下不征收；以百分之

四至百分之二十五为征收率，每年分四季征

收”。［１１］８０７

鄂东南各县苏维埃财政经济部长联席会议确

认：“商品进口的关卡，建立税务局，征收商品进口

税”，［１０］６２可见苏区征收商品进口关税之一斑。

湘鄂赣苏区坚决杜绝任何预征税收的倾向，以

区别于国民党当局的横征暴敛。１９３２年６月９日，
省苏维埃通令：“今后无论何种用费，困难到任何程

度，都不得向群众借一斗米或一串或几百钱，尤其

是预征税收的国民党工作方式，更不容许使

用”。［１０］２６９

（四）银行制度的日益科学化

湘鄂赣苏区创建之初，金融秩序混乱。各县纷

纷自行发行纸币以弥补财政开支，截止１９３１年 ７
月，“平江出纸票已有一万三千元，又铸银圆一千

元，浏阳出纸票已有十万元，万载出六千元，修水出

的纸票约数千元”。由于敌人在白区“杀了一些用

纸票银圆的小商人及士兵”，严厉禁止苏区货币流

通，以及苏区货币并无现金作抵押，结果“票子只能

做常洋在苏区通用无阻”，无法起到促进对外贸易

的作用，“外货少能到苏区，苏区出产也不能出口”。

苏币无法流入白区，“到外面购便要光洋，以致苏区

现金非常缺乏”。［８］５３１

为此，苏区党和苏维埃严厉执行禁止现金出口

政策。湘鄂赣省委要求“现金出口，须得苏维埃政

府的许可，最好以生产品代替现金出口”，试图通过

以物易物手段，既促进对外贸易，又稳定苏区金融

秩序。为解决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１９３１年８月，
省委要求“组织全省总银行，各县设分行”，由新银

行发行新纸币，“集中现金，铸造银币，实行低利借

贷和储蓄”，恢复苏区金融信用。新银行发行纸币

１０万元，基本储备金３万元。［８］５８５－５９９省委注意到现
金均集中在富农奸商手中，因此党应领导群众进行

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以解决经济困难，“对奸商富

农埋藏现金违反法律的行为，应用罚款的方法甚至

以反革命论罪，要实行凡属有二百元以上的现金都

要集中银行”。［８］６０７鄂东南各县苏维埃财政经济部

长联席会议要求银行资本应主要投向生产领域，并

鼓励群众投资生产事业：“借贷期间，工农以四个月

为限，商人以三个月为限，利息群众一分，商人一分

六厘”；同时鼓励储蓄，“利息短期六厘，长期八

厘”。［１０］６４－６５为增加银行资本，迅速收回旧银行票

币，鄂东南道委号召群众积极存款储蓄。存款数目

定为１０万元，“首先就是要商人来存款，因为票子
大部分都在商人手中，商人来存款他又有利益，并

且以后可以兑现到外面去买货物”。道委要求机关

负责人主动“来银行存款，买存款券”，并承诺在２０
万元存款完成后，８月实现兑现。［１１］７３２平江县苏维
埃为扩大新银币数量，通知各区集中纹银，“凡革命

群众自愿将所有银器银首饰捐给银行造币者，苏维

埃当予以接受，但须于银包上注明‘不给价’三字；

凡不愿储蓄者，概给现银收买，但须由当地经收的

苏维埃先给收条，再将银件并收条存根交县苏财委

会派技师分析或作价后给钱，可于银包上注明‘现

买’二字；凡愿意暂缓给价，可由县苏定期加息付价

者，可于银包上注明‘储蓄’二字”。［１１］７４４－７４５平江县

苏维埃收集银器的灵活办法，有助于银行本金的扩

大和金融秩序的迅速稳定。

但是，苏区此举并未根本扭转金融混乱的局

面，相反，新纸币仍然缺乏信用。

１９３２年３月，鉴于“现在银行票币已经低至七
折”，湘鄂西中央分局建议湘鄂赣省委“按市场需要

发行，并且要保证准备基金能完全兑现，现金只能

限制出口，苏区内还须流通”，尽快恢复苏区金融信

用。［１０］８３看来，发行新纸币前依然不注意准备金，是

导致纸币缺乏信用的关键。如鄂东南苏区甚至“不

要一个钱现金，企图滥发一百五十万纸币，而现有

的纸币跌至六折”。［１０］９１

为此，湘鄂赣省委于１９３２年４月的３个月工
作计划中号召：“由群众集股，各级政府拨一笔现金

在三个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

省分行”，重新构建金融系统。［１０］１３１省苏执委扩大

会：４个月行政计划要求尽快收回原工农银行发行
的票币，“限定三个月内一律收回，在四月份内收回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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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之一，五月份内收回六分之二，六月份内收回

六分之三”。同时向各县派定作为新纸币发行准备

金的现金，“由万载县苏担负现洋一万六千元，宜萍

县苏一万一千元，宜丰县苏六千元，铜鼓县苏六千

元，浏阳县苏七千元，平江县苏七千元，修水县苏一

万一千元，鄂南县苏一万六千元，红十六军担负五

万元”。鄂东分行也应限期收回自己的纸币。［１０］１３５

省委要求各地“鼓励群众购买新银行股票，每个富

农最低限度要借三十元大洋”。［１０］５５９

鄂东南苏维埃响应省委号召积极清理银行票

币，于１９３２年６月的鄂东南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要求各地“七月至少要再收回二十五万元，至

八月间即实行兑现”。待票币回收后，“即结束旧银

行，重新集资现洋十万元组织国家银行湘鄂赣省鄂

东南分行”，限发行票币２０万元，“实行独立营业，
发展苏区生产”。今后任何机关不得无条件的向银

行借款，彻底改变银行“成了苏维埃一个会计科”的

现象。１０万元准备金，“群众集股五万元，政府筹
资五万元”。［１０］２８８－２８９

为充分发动群众参与金融事业，苏区鼓励工农

群众组成信用合作社，一方面协助苏区政府维护苏

区金融信用，另一方面可有效抵制奸商、富农的高

利贷盘剥，促进生产发展。鄂东南苏区信用社章程

规定信用合作社“以便利工农群众经济周转，与帮

助发展生产，实行低利借贷、抵制高利贷的剥削为

宗旨”。社员“以工农劳苦群众为限”，拒绝富农、

资本家和商人参加。［１１］７１

尽管湘鄂赣苏区党和苏维埃领导广大群众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稳定金融秩序，但是直到１９３３
年，苏区金融秩序仍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如１９３３
年７月，团中央告诫湘鄂赣苏区必须尽快解决纸币
贬值问题，“因为极大部分的纸票不是保存在资本

家或富农手里，而大部分的纸票都在大部分的农民

手里”，因此纸币信用事关苏区政治前途，“将影响

到农民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办

法去巩固纸票的流通”。［１２］但是，苏区追求金融事

业正规化的努力是不能被抹杀的，毕竟苏区面临着

国民党当局的不断封锁和围剿，苏区辖境始终支离

破碎，难以真正形成统一市场；特别是，苏区建设者

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根本没有先例可循。所

以，湘鄂赣苏区银行制度的成就还是应该得到肯

定的。

综上所述，湘鄂赣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在

克服以党代政现象的过程中，通过贯彻革命的阶级

路线，逐渐确立起代表群众利益的代表委员制。湘

鄂赣苏区的财政体系，立足于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

促进商业贸易，逐渐完善税收制度，严格落实预决

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建立起独立运作的

银行制度，逐渐实现了财政体系的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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